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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扬雄《太玄·莹》中福、祸、乐思想
刘韶军　张　婷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扬雄《太玄》把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分为思、福、祸三段，福居三段的中心地位，是《太玄》所要探

讨的重点问题，在《太玄》中结合各种情况加以论述。文章分析了《莹》篇中关于福与祸、福与乐的关系问题，并与

弗洛伊德以及康德有关思想进行比较。同时，通过扬雄的身世及个性，分析他产生此类思想的根源。福与祸、福与

乐的关系，是《太玄》思、福、祸三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加以专题论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扬雄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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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莹》篇关于福与祸、福与乐的思想

扬雄①《太玄》的主体是８１首，首又称为家，为

方、州、部、家四重体系的基本部分，８１首各有９赞，

故《太玄》正文为８１首７２９赞（附、嬴二赞）。《太

玄》即以这种特殊形式阐述扬雄关于各种事物的看

法，表达了他对人生、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的具体认

识。为了让人们更充分地了解首与赞中所表达的丰

富思想，扬雄又在 ８１首 ７２９赞之后撰写了《首》

《测》《》《错》《?》《莹》《数》《?》《文》《图》《告》

１１篇，用以说明《太玄》首赞的体例与深奥内容。据

《汉书·扬雄传》记载“《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

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

曰一、二、三，……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

《》、《错》、《测》、《?》、《莹》、《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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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

句尚不存焉”②，可知这１１篇是对《太玄》主体的８１

首７２９赞进行各种角度的“解剥”性阐释。“离散其

文”，表明这种解释是分散的，但都是对《太玄》的阐

释，所以整体上又是统一的，可以互相参考。“章句

尚不存焉”，表明扬雄并没有在１１篇之外还有注解

性的“章句”。此１１篇与８１首７２９赞不同，既是分

散的，故没有在“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之后单独

成卷。《太玄》成书后，１１篇附于８１首之后，只有其

中的《首》《测》两篇，由晋代的范望在其《太玄解

赞》中将与８１首７２９赞相对应的句子分散到首、赞

之下。此对阅读《太玄》极为方便，故后来《太玄》各

种版本都保留了这种格式。

本文根据《莹》篇中一段关于福与祸的论述，探

讨扬雄关于福与乐关系的思想内涵，并与弗洛伊德、

康德的相关思想进行对比。

在《莹》篇中，扬雄说道：

往来熏熏，得亡之门。夫何得何亡？得福

而亡祸也。天地福顺而祸逆，山川福庳而祸高，

人道福正而祸邪，故君子内正而外驯，每以下

人，是以动得福而亡祸也。福不丑不能生祸，祸

不好不能成福。丑好乎丑好，君子所以表也。

夫福乐终而祸忧始，天地所贵曰福，鬼神所佑曰

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贱灾恶皆曰祸，故恶福

甚者其祸亢。昼人之祸少，夜人之祸多，昼夜散

者，其祸福杂。［１］

关于这一段文字，在不同的版本中存在着文字上的

不同，在阐释其中的思想内容之前，需要对这些文字

上的异同进行清理，以免引起理解上的错误。

“山川福庳”，明赵如源辑评《太玄经》称“庳”

作“库”，这是“庳”字的讹误。“祸邪”，司马光《太

玄集注》本“邪”作“?”，这是“邪”字的异体。王力

《同源字典》第１７１页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

《说文》：“邪，回也。”“?”，今字作“邪”。

《诗》毛传曰：“回，邪也”，《玉篇》：“斜，不正

也。”按：在不正的意义上，邪、?、斜实同一词，

后代“?”字不用，“邪”字表示抽象的邪恶，

“斜”表示具体的歪斜。［２］１７１

可知“邪”与“?”在古代是通用的。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与“邪”皆从“牙”得声，故皆有不正之义。

《大戴礼·保傅》：“下有双璜衔牙”，卢辩注：“牙在

傍”，“在傍”即不正。齿在中，故为正，牙在旁，故牙

有不正之义。“牙”又通“雅”，《周书》“君牙”，《礼

记·缁衣》作“君雅”，《吕氏春秋·本味》：“伯牙”，

高诱注：“或作‘雅’。”雅训为正，正与不正相反为

训，亦古之常例，此可反证“牙”有不正之义。斜，余

声，与邪、?皆邪母鱼韵，一声之转，故可通。古籍中

“邪”或读如徐，徐亦余声，邪母鱼韵，如《诗·北风》

“其虚其邪”，《尔雅释训》作“徐”。此三字通，古人

所用并无一定，后世通用“邪”“斜”，各表一义，而

“?”字废。因此，《太玄》此处可以作“邪”。“丑好

乎丑好”，范望《太玄解赞》和《永乐大典》作“丑好

乎丑好乎丑好”，其中一个“丑好乎”是衍文，当删。

此句与上文“因革乎因革”句例同，可知不当重复

“丑好乎”三字。“君子之表”，许翰《玄解》：“宋

衷作‘君子之表’，他皆作‘君子所以表也’。”此

句与上文“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文例一律，

范望引宋衷、陆绩注：“丑好以别人之大伦，故三言

之以为重戒。”可知宋、陆时已重出“丑好”二字，故

有此注。但这已是衍文，所解有所牵强，不可从。

“其所贱灾恶”，范望本、《永乐大典》本、《太玄阐

秘》中“灾”均作“在”。《太玄别训》作“所”。司马

光《太玄集注》无“灾”“在”“所”字，止云“所贱恶”。

许翰云：“章察作‘其所贱在恶’，丁谓作‘其所在贱

恶’，宋惟作‘其所贱恶’。”卢文?云：“‘其所贱

所恶’，‘恶’讹‘在’。”吴汝纶云：“范望‘贱’下有

‘在’字。按：‘在’当为‘甾’。”吴说是。甾即灾，又

有
!

字，皆可通。上文言“所贵”“所佑”“所喜”，此

则言“所贱、灾、恶”，“贱”对“贵”、“灾”对“佑”、

“喜”对“恶”。上为分言，故用三“所”字，此为合

言，故只用一“所”字，亦行文之变化。在与灾，古皆

舌头音，故可通。

在清理了不同版本存在的异文之后，再来看这

段论述的思想内容。

“往来熏熏，得亡之门”，这是《太玄》８１首中交

首次四的赞辞。熏，动也，相及也。《吕氏春秋·离

谓》：“众口熏天”，高诱注：“熏，感动也。”《汉书·

叙传》：“熏胥以刑”，注：“熏谓相熏蒸”，亦渐及之

义。往来熏熏，谓往者来者相互关联而互相作用。

往则亡失，来则有得，故曰往来为得失之门。亡即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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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事物之往来，言其运动变化，而皆与祸福相关

联，故人不可不注意之，并善处之。因为事物之往来

皆与人之思想行动相关联，如何妥善处之？首先，要

认识到天、地、人与祸福的关系，此即“天地福顺而

祸逆”三句之意，盖谓凡顺、庳（即卑、谦、低、下）、正

（正当不邪）者，天地山川及人道皆福之，凡逆、高、

邪者则皆祸之。知此规律，则知如何思考与行动。

君子明乎此理，故其内心贞正，而外部行动、辞色等

等表现为驯顺、谦恭下人，不自高，不忤逆，于是动得

福而亡（无）祸也。

其下言祸福相关联，君子知其转化关键在于丑

好，故以此为思考行动的准则。丑，恶也，指思与行

之恶。好，善也，指思与行之善。在福之时，若为恶

则生祸，在祸之时，若为善则得福，此亦往来得亡

（失）之义。《文》篇曰“君子在福则冲，在祸则反。

小人在福则骄，在祸则穷”，即可证明此义。谓人居

福之时不可骄怙肆行（《周书·谥法》“怙威肆行曰

丑”），否则将转福为祸，而居祸之时不可怨天尤人，

若能行善，亦可转祸为福。《太玄》８１首赞辞多言此

意，可以参见。

祸福二者的转化关键在于人自身的丑好（恶或

善），君子知此理，故以丑好为己之表。，读作

坛，筑土而高曰坛，为神位之所。高则显著，神则权

威，故坛谓高而有权威者。表，树立竿柱，亦显明而

为标准之义。表合言，谓明显而权威之标准，即人

之思与行之准则。

“夫福乐终”一句，谓祸福给人的感受。福者快乐，

始终皆然，无一时忧戚。祸者忧愁，亦始终皆然，无一

时快乐。终与始互文，谓祸福乃据人之感受而言。此

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有某种程度的暗合。在弗洛伊德

后期著作中有一部《超越唯乐原则》，其中说道：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我们十分肯定地认为，

心理事件经历的过程是受唯乐原则自动调节

的。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这些心理事件的过程

所以会发生必定是由某种不愉快的紧张状态引

起的。这种过程的发展方向是要达到最终使这

种紧张状态消除的结果，即达到避免不愉快或

产生愉快的结果。［３］

他的这一理论是说人的心理过程是在不愉快（忧

戚）的紧张状态和避免不愉快或产生愉快的状态中

波动，而这种波动受唯乐原则自动调节。可知他认

为唯乐原则是人们心理活动的主导者，引导人们向

着快乐的方向进行活动和调节自己的心理。这一理

论，可以与扬雄的福乐祸成说相比较，由此可知扬雄

所说的祸与福也是据唯乐原则来衡量的。扬雄亦努

力要求达到福乐即快乐的心理状态，避免紧张状态，

而且将这种心理原则与客观的祸福联系起来。

弗氏所说的超越唯乐原则，是认为唯乐原则是

决定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力，是出于人的本能。而追

求人生的快乐和满足，也是扬雄孜孜追求福乐的意

思。但弗氏不满足于唯乐原则，而要超越之，寻出一

条更基本更符合人的本能的原则，即强迫重复原则：

要求重复以前的状态。然而这个重复以前状态的要

求，仍是要重复快乐愉快的状态，不愿处于后来的不

愉快的紧张状态，故与前者并不矛盾。这是一种本

能，故人处福则要求保持快乐愉快的状态，处祸则要

求返回重复失去的福状态———快乐愉快状态。不管

怎样，总是不离这种本能。

弗氏只从心理状态研究之，扬雄则本能地将心

理上的乐忧与客观的祸福处境联系起来，并赋予祸

福以心理意义。当然，他未如弗氏那样精密专意地

分析研究，只是笼统地提出这一问题。同时必须指

出，扬雄的乐与弗氏的快乐愉快也有差别：弗氏的快

乐，是无道德伦理因素的，纯感官的，扬雄的乐则非

纯感官的乐或快感之类，更有丰富的德性色彩。由

此则又引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的快乐与道德

的关系。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４］苗力田译本的代

序中提到，中世纪下半叶，德国风行利己主义伦理

学，以个人幸福为最高原则，康德反对这种主张，认

为使人幸福和使人善良决非一事。幸福原则提供的

动机不培养道德，反而败坏、亵渎了道德，即为了个

人幸福可以不择手段而不问善恶。

这两种主张确实是对立的观点，但扬雄却把幸

福原则与道德原则结合统一起来了。其关键在于他

的幸福不是西方人的只讲享受的唯感官的快乐幸

福，乃是以善、正为基础，为内容的幸福快乐。这是

中国贤哲的理想的幸福道德观，而且这种观念，在中

国古代思想家那里，有时又以义利观形态表现出来，

义即道德的问题，利即祸福快乐的问题，义与利也是

９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不可分的，必须合起来论述。

扬雄以丑好（善恶）为表，以得福亡祸为原

则，将二者统一起来。康德当然不知道东方人的这

种综合贯通的观念，故西方人的分析明白、一清二

白、互不干涉的观念造成了要么只讲享乐幸福，要么

只讲道德的尊严崇高的对立。中国人的综合统一观

与西方人的机械分割观，各有长短，但中国人的思维

至少可以用综合统一观在理论上给人一个宽容的天

地，减少严格对立而造成的无所适从或趋于一极的

惶惑和矛盾。今天人们谈论中西文化等等的比较，

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笼统模糊、讲中庸，说西方人

的思维方式重分析、讲验证、求清晰明白，似乎中不

如西，因而有科技的落后。其实，若把科技落后的原

因归结于思维方式，未免太简单了，也不符合唯物辩

证的观点。何况实际并非如此，亦并非此种中国文

化劣于西方文化。

仅以康、扬的伦理观言，即难以推崇康而贬低

扬。中国哲人追求并论证一种真、善、美（美包括快

感乐感）的理想境界，将种种高尚的东西融合为一，

从中获得最高最大的快乐。这种思想境界，一切为

了人，而且是具体的个别的人，如“圣人”，以论证宣

扬之，亦是为了所有的人，最终目的仍是个人（全体

人亦每个人的集合，最终落实到每个人）的快乐，超

乎俗常的快乐幸福。中国人所追求的真、善、美统一

的理想境界并不是要在其中受苦，而是要在其中保

持快乐愉快。故可说中国哲人的理想境界，是真、

善、美合一且为个人的幸福快乐，这也是中国人特有

的综合统一思维所产生的思想成果，与西方人把事

物分开来看而重分析的思维所产生的思想，是大为

不同的。

就此而言，可以看出扬雄思想的特点是尚

中———天、地、人的三分中，以居中的人为中心，一、

二、三，下、中、上，始、中、终，思、福、祸等三分法，都

以中为休为吉，此其一。个人的祸福说中包括善恶

的伦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个人的心理乐忧等内

容，此其二。以此二者为中心，而统括更多方面的不

同因素，如天文历法、阴阳五行、数学卜筮、政治历

史、法律文学、军事等等。对此种体系必须全面仔细

剖析阐释其意蕴，而不仅是对《太玄》一书，如此才

能得出完整清晰的论述。而如何阐释，又牵涉到更

多的复杂问题，此不赘述。

“天地所贵”四句，言天地、鬼神、人道皆能使人

得福或得祸：凡顺天地而不违逆者，天地皆贵而福

之，凡内正而外驯者，人道皆喜而福之，凡为正善不

为邪恶者，鬼神皆佑而福之，反之则皆贱之、灾之、恶

之，是谓祸。此谓人之祸福非人任意可得或避者，乃

客观环境对人的思与行的必然反映。

“故恶福”一句，恶福即上文“福丑”“丑福”之

意，谓处福而为恶也。为恶甚则生祸烈。亢，高也，

此指祸之程度严重。祸之大小，在人之为恶之大小，

为恶大，则天地、鬼神、人道皆贱之、灾之、恶之，其祸

亢极。“昼人夜人”，８１首７２９赞皆有昼夜之分，当

昼之赞，其所言人事为昼人，当夜之赞，其所言人事

为夜人。昼人福多祸少，夜人祸多福少。此指７２９

赞辞休咎，７２９赞辞依昼夜分休咎，通例当昼为休，

当夜为咎。亦有少数例外，故有福多祸少、祸多福少

之说。另一层义谓凡为昼人，其时得当，天地、鬼神、

人道福之，故多福，然有特殊情况或致祸，非绝对为

福，夜人祸多亦如之。盖谓除了天时之外，还要看处

此之人的思与行。一般而言，昼人皆明智知理，故福

多，但也非绝对如此，或有不可估计之因素造成祸

害，亦不能绝对保证祸不会发生。夜人之祸福亦如

之。然大致情况是昼人福多，夜人祸多。

“昼夜散”，谓非纯昼纯夜之时，即昼夜交错时

刻。散谓杂，如黄昏黎明之时，昼夜交接，故曰散。

此种时刻祸福不定，故曰杂。不如纯昼纯夜较然有

规律也。赞无昼夜散者，《玄》之占卜不尽用一首九

赞，而是“旦则用经，夕则用纬”，即上午占则用经赞

（１、５、７赞），下午占则用纬赞（３、４、８赞），日中、夜

中占则杂用经纬赞（２、６、９赞），不同时间占所得赞

不同，而有昼人、夜人和昼夜杂之分，而其祸福亦从

而有异。既有此等区别，故上言祸少祸多，不言绝对

有祸或无祸。据此以观赞辞，亦谓不可机械地以昼

休夜咎律之，尚须考虑昼夜散接造成的祸福杂的因

素，避免死板机械地理解赞辞。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扬雄《莹》篇中这一段话

中的思想极为丰富，包括如下几个思想。

一，人们所谓的得失（得亡即得失，亡即是失），

不是利的得失，而是福与祸的得失。而且福与祸的

得失，是同步的，即得福即亡祸，得祸则亡福，福与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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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同时并存，或分别占一定的比例，而是绝对的

得与亡（失）。当然，从本质上说，福与祸也是利，但

福与祸又包含着道德等方面的因素，与单纯的物质

方面的利益是有所不同的。

二，人们的福与祸的得或失，不是由个人的意志

来决定的，而是要由外在条件来决定的，这就是天地

与人道根据人的思想行为的顺或逆、正或邪而决定

其人的福或祸的得失。具体说来，就是“天地所贵

曰福，鬼神所佑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贱灾恶皆

曰祸”。

三，顺或逆、正或邪是有具体内涵的。所谓顺或

逆，是对天地自然规律的顺或逆，即不做违背天地自

然规律的事，则得福而亡祸，反之则得祸而亡福。所

谓正与邪，是对人道正当性的符合与否。人道中有

正当的东西，是人道所要肯定的，也有人道所要否定

的东西，由此就产生了善恶等道德层面的问题。

四，天道的顺与逆、人道的正与邪，其中既有自

然规律的问题，又有人类社会道德的问题，而其在扬

雄的福祸得失观中，得到了统一与整合，不再是分裂

开而各自互不相干的东西。

五，人的正与邪有具体的规定，即“内正而外驯，

每以下人”，此为正，反之则为邪。内正是指内心思想

的正，外驯是指外在行动顺乎自然与社会的规律。而

将这二者整合起来，就是“下人”。下人是指对他人的

谦逊态度，不能傲慢。如果所有的思想行为都能正而

不邪，则其结果必然是“动得福而亡祸”。

六，福与祸是相互转化的，即所谓“福不丑不能

生祸，祸不好不能成福”，这在《太玄》中称为“极则

反”③原理，与《老子》第五十八章所说“祸兮福之所

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思想是相通的。所谓的丑与

好，都是一种状态走向极点，福的状态不会永远保持

不变，它会逐渐变化为“丑”，祸的状态也不会永远

保持不变，它会逐渐变化为“好”。丑代表着恶，好

代表着善。这种事物相互转化以及极则反的思想，

也是《太玄》的重要思想之一，此处只是它在福祸关

系上的表现。

七，扬雄的理想人格———君子，是按以上思想来

做人的，即所谓的“丑好乎丑好，君子所以表也”。

具体来说，就是君子按照善与恶为自己思想行为的

分水岭，只行善，不行恶，这也就是前面说的顺与正。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扬雄的福祸观既与

弗洛伊德和康德的思想或理论有相通之处，但又有

中国古代思想的特点，能将有关的问题整合为一个

思想，而不是分割成互相孤立的思想，而这就是理解

中国古代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关键所在。

二、福祸思想与扬雄的身世、个性

以上分析了《太玄·莹》中关于福与祸、福与乐

等思想的内在涵义，下面则分析扬雄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思想。为此需要分析扬雄的身世及其个性，从

中找出他之所以能够产生此类思想的根源所在。

扬雄写作《太玄》，有其必然的原因，为此需要

了解他的家世传统、人生经历、个人性格、人生态度。

扬雄的祖先为周代的贵族，在黄河、汾河之间食

有采邑，到周王朝衰弱时，也号称“杨侯”。战国时，

由于受到晋国六卿的逼迫，举家逃避到楚国的巫山

地区。楚汉相争时，为了躲避战乱而再次移居，这次

是溯江而上，移居到巴郡的江州。汉武帝元鼎年间，

又为了躲避仇人而再次溯江而上，移居到蜀郡的郫

县。由此可见，扬雄家族对于战乱、险难、仇祸，一向

采取避让态度，几百年来，这就成了其家族独特的思

想传统：不与人争，主动避让。这与《太玄》所说“故

君子内正而外驯，每以下人，是以动得福而亡祸也”

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避祸全身以为福的思

想，正是《太玄》的思想主题之一。

从扬雄的个人性格看，亦与其家族传统和《太

玄》的思想相符合。《汉书·扬雄传》称他：

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

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

于贫贱，不修廉隅以侥名当世。自有大度，非圣

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５］３５１４

可见扬雄性格的特征是孤寂内向、淡泊名利、好学深

思。这种性格决定了扬雄必然会走通过深思而著

《太玄》以自守的道路，决定了《太玄》必然以君子修

德自善、避祸全身为主旨。

扬雄的人生态度，由其家世传统和个人性格决

定，在对待屈原沉江的问题上表现出来。《扬雄传》

云：

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

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

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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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湛身哉！［５］３５１５

这是表示不赞成屈原投江自杀的行为，提出得时则

行、不得时则缩的人生态度。这与其晚年所撰《解

嘲》《解难》《太玄》的思想完全一致，表明扬雄一生

皆以此种态度步履人生。

扬雄的《反离骚》［５］３５１６－３５２１一文，反复说明了他

对屈原自杀的看法，如：

“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而不早

睹？”批评屈原不能识微知机，洞悉时势之变，以致

遇变遭祸而无思想准备。

“知众?之嫉妒兮，何必飙累之蛾眉？”批评屈

原不能适时藏善光以保护自己。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

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指出圣哲不遭乃固有现

象，对此抱有仇怨心理，亦不可使昏君悟改，从而使

圣哲的命运有所改变。

“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

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说明时势可以变化，遇

祸险时应坚韧挺住，岂可以一时之难忧而自尽？所

以扬雄认为屈原自杀是“弃由、聃之所珍兮，跖彭咸

之所遗”，诚不足取。

扬雄从屈原的遭遇及命运，联系到历史上更多

圣哲的遭遇与命运，做出了与屈原不同的判断与选

择，表明扬雄与屈原思想倾向的不同。扬雄在其青

年时期的作品《反离骚》中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和

思想，在经过更长的人生经历之后，到晚年终于表述

于《太玄》中。《反离骚》中的语句及思想，在《太

玄》中尽可找到更详尽明白的表述，由此可知扬雄

一生思想的轨迹。

扬雄之所以做出与屈原不同的判断与选择，一

是由于其家世传统与环境及个人性格，一是由于他

对旧有文化的学习以道家为主。扬雄出身平民，有

退避全身的家族传统，性格淡泊。屈原则出身贵族，

一直受到重用，属于事功型性格，一旦受挫遭祸，则

承受不起。扬雄所接受的文化是广博的，据《汉书·

扬雄传》记载，他“博览无所不见”“非圣哲之书不

好”，这种思想文化的博览，自可拓展人的胸怀。扬

雄又曾到成都师从严遵（即庄遵）学习。严遵的人

生态度与治学倾向，深深影响了扬雄。据《汉书·

王贡两龚鲍传》记载，严遵修身自保，不出仕做官，

以卜筮为业，每日得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

《老子》，又依老、庄之指著书十余万言。可知严遵

乃道家学者，扬雄从之学习，亦必深受道家思想的

影响。

扬雄在《法言·问明》篇中说：

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

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

举兹以旃，不亦珍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６］

可知扬雄极为赞赏严遵的人生态度和节操，认为这

是“居难为”的，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唯圣哲君子才

能付诸实践。这样，他所学的道家思想与庄遵实际

履行的道家风范融合为一，成为主导他的理论与实

践的强有力的支柱，决定性地铸定了扬雄的思想品

格及人生态度。他到晚年写《太玄》，即是对道家思

想的继承与发扬，而三世不徙官，自甘寂寞以校书天

禄阁，则是老子、严遵之类道家贤哲生活实践的继续

和重现。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扬雄及其《太玄》，才可

深通其心。

扬雄直到４１岁，才离乡出游京师。在此之前，

则是读书学习，属于《太玄》所谓“思”的阶段。思有

所成，德有所成，才至京师，欲以所学经世致用。他

到京师后，汉成帝召他待诏承明之庭。其后连续写

作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就事

论理，讽劝成帝。扬雄知道自己此时尚人微言轻，不

能大行，即不能象公卿大夫那样对各种问题抗辞直

谏，故只能采取辞赋讽劝的方法。

他认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

之辞，宏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

正。”④四赋皆针对成帝的行动，随时奏上，希望以宏

侈丽辞打动帝心，其中暗寓警劝之意，希望使帝觉

悟，以谨慎的态度治国。如甘泉宫原为秦代离宫，既

已泰奢，汉武帝时又重加增建，愈见宏伟，远非“木

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盘庚所迁，夏卑宫

室，唐虞蓃椽三等之制也”，但这不是成帝所为，故

扬雄感到“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因此，“遂推

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

党鬼神可也”，喻非人皇所宜居。又“盛言车骑之

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言屏玉

女，却芻妃，以微戒斋肃之事”，希望提醒成帝明白过

分泰奢铺张非古代圣王节俭从政之制，亦不合乎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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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意，庶几有所收敛以谨慎其事。扬雄的讽劝十

分含蓄委婉，目的在于提醒帝王保持警觉谨慎，以便

“辉光眩耀隆其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其中的思想

乃是物极则反，盛极必衰，正是《老子》之旨。而委婉

讽劝，亦反映了他不露锋芒、保身避祸的倾向。

在《河东赋》中，扬雄则因成帝游历介山、安邑、

龙门、盐池，历观西岳古迹，追慕古人遗事而“思唐

虞之风”时，抓住机会，劝以“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

网”之意，希望成帝能由思慕古人而吸取历史经验

教训，从自己做起，有所作为。他在赋中说：“轶五

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

路远而不能从？”告知成帝：先王盛迹非高不可攀，

只要肯亲身实行，绝无路远不能从之理。之后所作

《校猎赋》，又以先王的得失是非，讽谕成帝羽猎之

时，不宜追求“游观侈靡，穷妙极丽”，不要“尚泰奢，

丽夸诩”，而要遵守“尧、舜、成汤、文、武三驱之意”，

体恤民疾，崇尚道德礼义及君臣之节和圣王之业。

提出要“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创道德之

囿，弘仁惠之虞”。这比《甘泉》《河东》二赋，已渐有

具体指导之意。

元延三年秋，成帝为向胡人夸耀，大规模驱动农

民进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进行一

场庞大范围的围猎，这使农民们误了农时而不得收

获。扬雄为此而作《长杨赋》以讽，借子墨客之口指

出，“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一切

行动都要为了“养民”这个目的，而不能为自身之

“穷览极观”“娱乐之游”“颇扰于农民”，此皆有失

田猎的本意，“本非人主之急务”。最后归纳为一

条：“人君以玄默为神，淡泊为德。”此乃他中年时期

所作四赋的根本性总结，既是早年老庄思想之发挥

应用，又是晚年《太玄》思想之先声。

中年四赋之讽劝，势不能犯颜直谏，故多说反

话，表面极颂其盛，实则委婉警告，冀帝醒悟。如

《长杨赋》借子墨客之口直接指责，仍由翰林主人正

面回复，言明田猎习武之必要及帝王所以田猎之原

意。所言皆帝王应当为，而实际正是成帝未能为，所

言非所欲，其实正是成帝的所做所为。更于其中提

出警告，“事网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

险，安不忘危”，其意全与《太玄》相同。可知扬雄自

青年经中年到老年，思想一脉相承，而《太玄》则是

一生思考之总结而已。

但事实是扬雄的辞赋讽劝并不起作用。初上

《甘泉赋》，成帝“异焉”而已，后之三赋更是异也不

异，非但依然故我，而且愈演愈烈，如此朽木岂可雕

耶？扬雄遂反省而知，虽辞赋宏文丽辞，人不能加，

然览者“但得浮华而无益于讽谏也”（《扬雄传》颜师

古注中语）。他又联想前人经验，“往时武帝好神

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

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

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

是辍不复为”。虽不再写赋，但思考并未停止，于是

转而模仿《周易》，写作《太玄》，以此来表述自己的

思想。

他撰《太玄》，不是求世人所好，唯俟知音之在

后。由早年的《反离骚》，到中年的《甘泉》等四赋，

再到晚年的《太玄》，他的思想一脉相承，思考贯穿

一生，虽然表述的形式有所变化，但到最后终于走到

圣者之书的境界，这就是扬雄一生好学深思的过程

及结果。

研读《太玄》，必须理清这条线索，以见源流。

扬雄于成帝元延三年秋上《长杨赋》后，就认识

到赋劝而不止，于是辍不复为了。此后三年及哀帝

在位六年期间，乃扬雄总结、深思、构思、起草《太

玄》的阶段。

扬雄早年以《反离骚》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保

身顺时，顽强生存。中年时以四赋表达了自己的政

治观：节俭勿奢，玄默淡泊。此其人生观之发挥，人

生、政治二观，其精髓固无差别。晚年则以《太玄》

一书，专门而集中地、完整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关于

天、地、人根本大道的哲学观及由此哲学决定和引发

的关于人生、政治、社会、历史、学术的诸种思想，构

成自成一家的完整体系。其深思之结晶聚于《太

玄》，深思的归结点仍是指导个人的人生，与早年所

思终始相合。《太玄》之后，又作《法言》，乃应付时

人之作，而《太玄》乃为圣哲知音所作，二者份量在

扬雄心中本自不同。唯世人畏难艰而好易，故治

《法言》者众，理《太玄》者稀，岂扬雄之知音哉？

为表述《太玄》的重要及答复世人的讥嘲诘难，

扬雄又写了《解嘲》《解难》二文。

《解嘲》言人生之变幻，一切贫富、贵贱、祸福、

３１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安危、盛衰、兴亡皆变换不居，如何对待这种客观现

实，扬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同时表达了对于世人羡

求不已的富贵权势之蔑视。这种蔑视不是阿 Ｑ式

精神胜利法的空话大言，乃是基于对人生世事深刻

认识之上的必然结论。文中表达了扬雄与众不同的

追求与理想和同样基于上述深刻认识的真知灼见。

《解嘲》的思想与早年的顺时全身、中年的玄默淡泊

思想一脉相承。

《解嘲》言，俗人以为，士“不生则已，生则上尊

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怀人之符，分

人之禄，纡青拖紫，朱丹其毂”，扬雄则认为：“徒欲

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族也。”俗人只知目前的

盛福，不知盛福必将走向反面，衰祸将至。爬得越

高，跌得越重，多藏厚亡，盛福之后，其祸也大。知此

种机变，便不羡慕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今天“当途”

而“高入其云”，殊不知将“失路”而“委沟渠”。“旦

握权则为卿相”，而“夕失势则为匹夫”。转化既速，

反差亦大，时势所运，一切圣哲庸夫皆无力改变，惟

有清醒与蒙昏之别。清醒者审时度势，顺之而已。

蒙昏者贪求物利，不知祸之将至，殃及子孙。这种转

化都是至极而反，不到极盛极贵就不会走向衰亡败

落。所谓“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位极者宗危”。因此，贤哲的态度是“默默者

存”“自守者身全”“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

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玄默清静，就是

应对万变之人生的原则：“世异事变，人道不殊。”

反过来讲，由衰弱祸难之中亦能转化为盛强福

安，亦是至极而反。历观范睢、蔡泽、娄敬、叔孙通、

萧何诸人的行迹，可知其动而有为须有得当、得时、

得宜的条件，此亦顺时而动之义。如何认清现世时

势，及时适当行动，是贤哲与俗人的区别之处。处于

同样的现世时势中，只有少数有德有才的贤人君子

能及时而动，动而得宜，能改变自身的境遇。扬雄总

结为：

唯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

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

时则凶。［５］３５７３

此即早年所言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之义，亦

《太玄》所言：

君子修德以俟时，不先时而起，不后时而

缩，动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１］

扬雄明乎此理，故知时之不遇，不可强为，而

“默然独守吾《太玄》”，完成认知天、地、人根本大

道的重要工作。《太玄》既成，又不得世俗理解，故

扬雄又撰《解难》以述其意。他认为《太玄》之书本

非为世俗所写，不是期平合众俗之口，所谓“大味

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

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

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对众俗只可给

以下里巴人，不能享以阳春白雪，所谓“今夫弦者

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试为之

施《咸池》，揄《六茎》，发《箫韶》，咏《九成》，则莫有

和也”。这是因为《太玄》之书乃探讨天、地、人根本

大道，其理玄妙，其辞幽奥，非世俗所爱好、所能学

者。所谓“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途，盖难与览者同

也”。与此类似者，如《易》亦是如此：“昔人有观象

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

昔人之辞，乃金乃玉，彼岂好为艰深哉！势不得已

也。”故“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稀”“俟知音之在

后也”。

明乎《解嘲》《解难》之意，始可通乎《太玄》之

意，得扬雄之心。后人多以《法言》为务，置《太玄》

不顾，一是不明扬雄本心，二是难《太玄》之辞，故多

不能理解扬雄其人其思。

以上通过分析扬雄家世传统及个人性格，可以

看出他的为人处世思想在《太玄》中得到充分表述

是十分自然的。欲理解《太玄》中所论的福祸思想，

必须了解他的家世与个人性格，而欲了解他为什么

要在晚年撰写《太玄》，则又要知道他从早年到中年

写作其他作品的过程，于是就能一路寻迹到他在晚

年的思考与作品的动因所在。

注释：

①　扬雄的姓是作“扬”还是作“杨”，历代学者都有考证，笔者认为

王念孙、段玉裁的考证是值得信任的，因此依从他们的看法，认

为应该作“杨”。但为了适应人们通常的认识，本文仍然采用通

常的写法作扬雄。具体论述详见刘韶军《〈太玄〉研究》，武汉出

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 ７９—８１页。此书分两部分：《太玄》研究、

《大戴礼记》研究，前者为刘韶军著，后者为谢贵安著。限于当

时的条件，二人的著作采取了合刊为一册的方式。

（下转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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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②注重社交功能开发；③实现各类电子文

献阅读器间的兼容；④移动端与电脑端的同步；⑤提

供校园生活的便利化服务，如云存储服务。（２）线

上与线下服务的同步开展。现实场景和虚拟空间共

同构成了高校图书馆用户的信息利用场所。在线的

虚拟空间内各种信息越来越多，据 ＩＤＣ《数字宇宙》

（Ｄｉｇｉｔ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ｅ）研究报告，到２０２０年计算机网络

上的信息量将超过 ４０ＺＢ，是 ２０１２年的 １２倍［１３］。

用户在每一条信息上的关注度十分有限。线上与线

下服务的同步开展可实现用户活动空间的全覆盖，

充分发挥信息传递效力。四川大学图书馆在２０１７

年的读者宣传服务周期间，“学思践悟十九大”主题

文献阅读推广活动同时在线上、线下开展。四川大

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送了活动通知并对其中的十

本图书进行了推介。相关宣传海报及实体图书于各

个校区图书馆的书库内专架陈列并提供现场借阅，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高校图书馆用户的碎片和重聚与互联网和媒体

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以渐进的方式展开，随着媒体

环境的稳定而达到相对稳定。但这个过程从未结

束，任何新技术的普及型应用都将带来改变。这也

是给高校图书馆用户服务提出的最大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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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汉书·扬雄传》在班固的“赞曰”之前的部分，是直接采用扬雄

的《自叙》，这与《汉书·司马迁传》是相同的体例。在“赞曰”

之后的部分，是班固增加的有关记载。因此，《扬雄传》“赞曰”

以前的内容较“赞曰”以后的内容更为真实可信。此处所引在

“赞曰”之前，可知这是扬雄本人关于《太玄》体例结构的说法，

值得依赖。

③　 首上九测辞。

④　这一段中的引文，均见《汉书·扬雄传》，不一一注明。

参考文献：

［１］　扬雄．太玄经［Ｍ］．四部丛刊本．

［２］　王力．同源字典［Ｋ］．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３］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Ｍ］／／弗洛伊德后期著

作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３．

［４］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序［Ｍ］．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１．

［５］　班固．汉书·扬雄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６］　汪荣宝．法言义疏［Ｍ］／／陈仲夫，点校．新编诸子集成．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责任编辑　　燕朝西］

１９


